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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德圣：台湾电影的新态度

黄钟军

摘　要：作为台湾新生代导演的领袖人物，魏德圣以自己的两部影片彰显出了其明显的艺术个性和作

者倾向。文章基于巴赞的作者理论，试图从城市与乡村、文明与野蛮、亲日与仇日等三个面向去研究魏德

圣透过影片所表达出来的立场与态度，认为魏德圣在创作时不会用简单的二元思维去看待一些复杂的价值

问题，反而能够站在一个更高层面去理性思考、分析，从而表现出对城乡、族群以及民族矛盾等问题的新

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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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天的台湾影坛，魏德圣成为一个被标签化的导演。这不仅因为他创造了台湾电影史上的票房

纪录，而且他还成为一个在商业环境中坚守台湾在地意识精神的代表性人物，甚至扮演着引领台湾电

影走出困境的新一代领袖。而事实上，到目前为止，魏德圣只拍摄了两部电影，但是这两部影片却在

台湾创下了票房奇迹。在收获较大商业回报的同时，《海角七号》还获得第４５届台湾电影金马奖年度

台湾杰出电影、观众票选最佳影片奖。《塞德克·巴莱》也获得第４８届金马奖最佳影片、观众票选最

佳影片奖等。可以说，魏德圣打破台湾观众多年不看本土电影的魔咒，开启了台湾电影的 “后海角时

代”，透视出台湾电影未来的曙光。

在本文中，我们将采用作者论的理论以魏德圣的两部作品作为文本来研究其导演倾向以及创作态

度。在电影批评理论中，作者研究算是历史比较 “悠久”的一种。１９５７年，安德烈·巴赞在 《作者策

略》一文中将作者论总结为一种分析方法，“选择艺术创造中的个人因素作为参考标准，然后假定它是

一以贯之的，甚至设想它从一部作品到另一部的发展过程。”［１］在这篇具有里程碑式的文章中，巴赞提

示我们警惕任何美学上的 “个人崇拜”，因为这可能将喜爱的导演树立成绝无错误的大师。巴赞也认

为，作者论必须通过技术、历史和社会等其他方式加以完善。他指出，伟大的电影源自天才和历史机

遇的偶然会合。此后，耶鲁大学的达德利·安德鲁教授也在其 《对今天未被认可的作者论的思考》一

文中强调了巴赞对电影天生的不纯性的洞察，认为巴赞更愿意将作者与某种类型或者民族倾向或者社

会运动联系起来，作者在文化生态中发挥了最显著的功能。基于巴赞的作者理论，我们会发现，作为

台湾电影的创作者，魏德圣到目前为止即便只有两部作品问世，他仍然呈现出一位自觉的电影作者的

创作倾向，在面对一些极易陷入二元简单对立的议题上表现出了自己的态度与立场。

一、城市与乡村的二元思考

新世纪以来，现代化成为当今世界不可阻挡的浪潮，工业主义渗透到了经济、政治、文化、思想等

各个领域当中，并引起了整个世界社会组织与社会行为的深刻变革。自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以来，经过几十

年的发展，台湾实现了经济与社会的现代化，经济的现代化成为当代台湾政治转型的根本动力，自９０

年代以来，台湾成功地实现了从威权政治制度向民主政治制度的转型，现代民主政治制度得以建立和



浙江 传 媒 学 院 学 报 第２０卷

顺利运行。同时 “经济现代化的意义不仅在于改变了传统的生产方式，从根本上促进了传统农业社会

的瓦解，导致台湾转变成一个现代工业化都市社会。”［２］在这个时期，台湾社会结构也发生了较大的变

化，尤其是城乡社会的差异依然存在，并随着都市化的进程加剧，越来越多的人从乡村来到都市，《海

角七号》里，阿嘉的继父对就对此现象表示痛心：“恒春的海很美，为什么留不住这些年轻人”、“我真

想一把火把整个恒春烧掉，然后让他们都回来建设”。这是世界性的时代命题，在这样的命题前，艺术

如何去表现，深刻地反映了艺术家们的思考深度以及价值取向。在这当中，魏德圣表现出了其思考的

辩证性，对整个社会追求经济发展表示了客观冷静地旁观，并对传统文明进行了重新回望与追溯，在

作品中涉及到都市人尤其是青年人回到故乡并追寻传统文化的脉络，对现代人的生存进行了再度思考。

在全球化的今天，在喧闹繁荣的现代化社会里，其作品不随波逐流，表现台湾这块土地与生活之上的

人的关系、思索现代都市与故乡之间的关系以及传统的农耕文明与现代都市文明之间的关系文，其思

考的脉络与角度有些甚至是与社会潮流逆向行驶，体现出较强的人文性。

《海角七号》影片一开始，南部来的年轻人阿嘉在台北一角大吼 “我操你妈的台北”，然后砸碎自

己的吉他，骑着摩托车从台北回到南部的恒春小镇。电影从头至尾隐去都市的场景，但是都市给南部

来的年轻人带来的伤害却显而易见。这是新时代的年轻人在都市里的处境描摹，与阿远 （《恋恋风尘》）

所经历的一样，都市是令人受伤、找不到自我的地方。不同的是，阿远选择默默地回到故乡，而阿嘉

能够在临走时对都市这个 “庞然怪兽”咆哮一声，这里面固然有个体性格之间的差异，同样也有时代

的变迁带来个人如何重新衡量在社会中存在的价值的不同。与阿远们生活的时空同样有着很大的差距，

阿嘉回到的故乡恒春小镇，在乡土社会传统日益式微、下一代人不愿留守故乡的今天，也主要以发展

观光旅游为主要产业。这个台湾南部的海边古镇与台湾乡村一样，同样面对着多元复杂因而难免冲突

的新旧价值对立，以及本土与外来资本权力失衡的问题。电影的故事背后似乎也包含着一些比较大的

讯息，如阿嘉的继父主席代表提到：为什么外地人来恒春经营观光事业，但是本地的年轻人却要去外

面当人家的伙计？导演魏德圣在接受访问时也说道：“这是台湾很普遍的现象：孩子长大就要到城市里

去参加那个混战，不管成功失败都在外面，完全失败的人才会回家，甚至失意酗酒。我一直在思考是

什么原因，造成一个有山有海、那么漂亮的聚落和环境变成这样？”［３］因此，在作品中，导演为了表达

这种 “在地”的美丽与忧伤，采用了亮丽的影调、轻快的节奏、流畅的镜语将观众带入到一个由蓝天

白云、阳光碧海以及生动的乡情、亲情、爱情所筑构的恒春。同时，在男女主角追寻自我与爱情的主

轴故事背后，恒春小镇上的乡土人物 （如弹月琴的老头茂伯）个个头角峥嵘，争先恐后却又井然有序

地穿插出场，自然地呈现出南部小镇的乡土民情风味。所以说，这样的山水故乡，这样的民情风味，

如同九份之于阿远一样，使得阿嘉开始忘却都市的繁荣以及所带来的失意，成为救赎灵魂的原乡。同

样，也使得观众尤其是台湾观众开始思考在全球化、都市化的今天，个人与故乡之间的关系，电影也

如学者所言，“魏德圣对于落实在地文化的坚持，对于片中对草根人物真诚不剥削的刻画态度，与１９８０

年代初期侯孝贤身兼编导的城乡写实言情三部曲 《就是溜溜的她》、 《风儿踢踏彩》、 《在那河畔青草

青》互通声气……正如侯孝贤当年走出三厅电影的刻板公式，以超越类型片的细微敏感，活泼地捕捉

当代台湾城乡生活，为 ‘全球情感，在地特色’的商业电影做出最精彩的示范，如今相隔四分之一个

世纪，魏德圣再度踏上这条轨道……怎能不叫人兴奋？”［４］

《海角七号》因着天时、地利、人和的意外成功，为台湾电影人注入一剂兴奋剂，并带动台湾电影

的新一波热潮。而 《海角七号》在台湾所掀起的关于台湾本土情怀的历史和在地文化的相关论述，在

“后海角时代”逐步演变成一股透过影像创作论述台湾海岛性格的过去、现在与未来的趋势。《艋艵》、

《鸡排英雄》、《当爱来的时候》、《第四张画》、《不能没有你》、《父后七日》等作品都显示了对台湾过

往与当下的深沉思索。通过以上论述，从五、六十年代一直到新世纪的今天，我们会看到，台湾电影

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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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的乡村形象一直以来就是田园牧歌般的理想生活，并且出现了对台湾乡村／农民的单一赞美，田园理

想成为一种有意识的追寻，乡村扮演了人间乐土、救赎疗伤、精神原乡等多重角色。深怀田园理想的知

识分子 （电影人、文明人）通过这种理想化倾向的表达，完成一种乡村理想化的建构，呈现出一个令

人向往的美好的乡村形象。

当然，魏德圣对城市的批判与乡村的歌咏并未完全将乡村当成一个逃避的世外桃源，它同样理智

地对当下的台湾现状表示了思索与隐忧。当阿嘉将吉他潇洒地在台北都市摔碎后，骑着摩托车回到了

南部恒春的老家，家乡是否就是他日后的久居之地？在现代化的侵蚀下，恒春已经变得陌生不堪，连

他的继父都对此表示痛心。经受过现代化洗礼的阿嘉已经不能够很好地融入到当地的生活，以至于长

时间他都闷闷不乐，不愿与人说话，“回家”此时已经等同于一种没有出息的、失败的选择。这不由让

观众思索：为什么在后现代的语境中，回到故乡会被视为一种失败？阿嘉最后因为参加演出、收获爱

情而重新振作时，他是否就会从此甘于这种失败而留守故乡？当他在海滩对着友子说 “留下来，或者

我跟你走”时，观众又不免发现，他对恒春、对故乡的认同是脆弱不堪的，他随时都可能因为爱情或

别的原因而成为故乡的背叛者。在现代化的时代里，乡土文明经过现代性的洗礼之后，是 “不可能再回

去了”，因此，“我是谁？”“我的家在哪儿”困扰着每一个在城乡来回往复的人，《海角七号》里提供

了一种逃避式的回归，但却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解决之道。

二、文明与野蛮的相互对望

２００９年，在 《海角七号》制造票房奇迹之后，魏德圣开拍 《塞德克·巴莱》这部筹划多年的影

片。早在２０００年，该剧本就获得台湾新闻局的 “优良电影剧本奖”，但是只有 《海角七号》的成功，

才让魏德圣可以开拍这部投资过大的史诗性电影。《塞德克·巴莱》取材于台湾日据时代的 “雾社事

件”①，是一部具有历史野心之作。从浅层意义上看，这部电影与大陆不胜枚举的 “抗日”电影如出一

辙，都具有 “抗日反战”的显性主题。也似乎正是因为如此，它才能跨越海峡在大陆上映，并被更广

阔的大陆观众接受并激发人们的情感认同。

但是与大陆的 “抗日”影片不同的是，魏德圣并未落入一味强调民族精神和抗日英勇的庸常叙事

和道德窠臼里，反而以一种更广阔的视野和格局来将事件定焦在对人和族群的关注上。“卡梅隆在 《阿

凡达》中对现代文明的批判反思，是以地球文明与潘多拉星球原始文化的对比来体现的；罗琳对现代

文明的反思是通过现实的商业社会 （以哈利·波特的姨夫格斯里一家为代表）与虚构的原始魔法世界

（以霍格沃茨魔法学校为代表）的对比来完成的。魏德圣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不是通过文学虚构，而是

采用民族志调研的方式，以细节上的真实去再现一个失落不久的原住民世界，特别是他们的精神世界。

在 《赛德克·巴莱》中，与以日本殖民者为代表的 “文明”世界对立的，是台湾岛上真实存在的一个

原住民族群。”［５］的确，《塞德克·巴莱》从表层来看，的确是讲述台湾原住民族群英勇抗日的故事，但

是更深层的却是将影片的主题定焦在台湾塞德克原住民对 “彩虹”崇拜的 “野蛮”与日本对 “太阳”

崇拜的 “文明”的文明对峙上。魏德圣自己也坦言：“一个信仰彩虹的族群，跟一个信仰太阳的族群，

他们在台湾的山区里面相遇了，他们为了彼此的信仰而战”， “我希望用更大的视角来看待这个问

题”［６］。正因为如此，魏德圣导演采用了更加丰富复杂的线索讲述了这个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事件，并

１８

① 雾社事件：１９３０年１０月２７日，台湾发生塞德克族人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雾社事件。在这一天，台湾神社大祭典，雾社
地方举行一年一度的盛大运动会。塞德克族人在莫那·鲁道的带领下起义，他们冲进会场，发动总攻击，杀死日本人１３４名。事
发后，日本殖民者出动军队、使用飞机、大炮、毒气弹等武器镇压。虽然这次的革命行动未能取得全功，但其民族气节之昂扬、

行动牺牲之壮烈，成为台湾民族抗争史上的重要事件，《青山碧血》、《雾社风云》等影片也根据此次事件改编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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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了 “信仰”的切入角度。《塞德克·巴莱》台湾版本分为上下两集，其中，上集以象征日本的 《太

阳旗》为名，从１８９５年日军占领台湾开始讲起，直至１９３０年 “雾社事件”的爆发，并酝酿着眼于雾

社公学校事件爆发前后的描述，而下集则以象征台湾塞德克族的 《彩虹桥》为名，进一步描述日军大

队兵力进犯，与莫那·鲁道带领赛德克族浴血抵抗的过程，并深入刻画原住民族人从容牺牲后，越过

彩虹桥回归祖灵的故事。此种命名，寓意昭然若揭。

而为了更加集中地解读 “文明”与 “野蛮”这两种异质文化的复杂性，魏德圣还特意设置了两个

深受日本文明／文化同化的警察花岗一郎和花岗二郎兄弟，以他们俩的身份矛盾困惑来看待文明与野蛮

这二者之间的关系。一郎、二郎兄弟二人为塞德克族人，在他们的身上流淌着台湾原住民族人的血液，

也深知祖灵与信仰对于他们的重要性。但是他们俩与其他族人不同的是，他们在日据时代接受了日本

文化和教育，深感日本工业文明的强大。正是文明和野蛮这两种对峙的异质文化如此集中又分裂地蕴

藏在他们的身上和灵魂中，使得他们活得困惑与痛苦，就像一郎所言：“我们两个不想做野蛮人了，但

不管怎样努力装扮，也改变不了这张不被文明认同的脸”。以至于他在临死前还发出疑问：“二郎，我

们到底应该是日本天皇的子民还是塞德克祖灵的子孙？”。可以说，这两个人物是魏德圣在这部电影的

神来之笔，他们同样也表达了魏德圣自己的视野和思考。他们放弃靠狩猎为生的野蛮生存方式，选择

认同和接受现代的工业文明，在他们的眼里，日本的商店、医院、邮局、学校都是文明的象征和产物，

当他用这些来劝阻莫那鲁道停止起义时，却遭到了首领的反对：“邮局、商店、学校，什么时候让族人

的生活变得更好过？反倒让他们感觉到自己有多贫穷了！”因为在赛德克人的眼里，拥有自己的纹面、

保护自己的猎场和部落不被侵犯才是自己的文明。因此，在两种不同的文化和信仰中，文明和野蛮就

是两种可以相互替换的词汇，此之文明，彼之野蛮，反过来亦然。所以，当一郎与二郎在面对雾社事

件的爆发时，他们既无法像塞德克族人那样用弯刀血刃日本人去祭典祖灵，也不能协助日本人来反击

自己的族人，他们只能穿着和服，手握弯刀———分别象征日本文明和塞德克文明的意象符号，与塞德克

族群的妇孺们一起了断自己的生命以完成这种灵魂纠结、挣扎的煎熬和痛苦，正如二郎回答一郎一样：

“切开矛盾的肝肠，哪里也别去了，做个自在的灵魂。”

魏德圣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绝不是简单地将所谓的文明和野蛮二元对立化，反而站在更广阔的视

角将这二者的对立升华为信仰的对立，并能够让这二者放置不同的角度来予以观照，从而给观众带来

更深层次的思索。“影片因对日本殖民者、塞德克人、被日本文明同化的塞德克人三方文化与信仰冲突

的切入，决定了将 《塞德克·巴莱》这部影片定位于 ‘抗日’影片绝对是肤浅的，‘信仰’才是魏德

圣的真正落脚点。”［７］

三、亲日与仇日的态度之外

在中国近代史上，中华民族与日本的多番冲突与战争，一方面使得两国之间的民族关系变得十分

敏感，另一方面，也使得抗日题材或者与日本相关为题材的影视作品层出不穷。在这些影视作品中，

通常都表达着 “革命”和 “爱国主义”的民族诉求，而对日本 “鬼子”形象的塑造也多为千人一面式

的残暴与野蛮，近些年虽有陆川的 《南京！南京！》这种开始出现人道主义与个体人性的电影出现，但

也凤毛麟角，且未能获得观众的认可。台湾由于被日本殖民长达５０年的历史，与日本之间的关系显得

更为复杂和千丝万缕，而多种群体、多种信仰以及多种人格的张力在台湾现实的融合和碰撞，都使得

台湾在面对与日本之间的关系上显得更为复杂与敏感。

魏德圣的两部作品都牵涉到中日关系的话题，这个敏感点使得影片不可避免地陷入观众解读最具

有意识形态性的角度。《海角七号》在台湾票房上的意外成功以及民众的良好口碑，依然无法阻挡有人

将其意识形态化，并撰文攻击魏德圣亲日。在电影中，６０年前日籍教师与台湾女学生以及６０年后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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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青年与日籍女模特之间这两段跨国恋情，通过七封旧日情书的缓缓展开以及阿嘉在垦丁海滩的深情

告白，向观众传达了一种浪漫的、跨越国族的爱情，被认为是魏德圣向日本谄媚的表现；电影结尾处

台湾女学生 （梁文音饰）面对渐行渐远的日籍男教师 （中孝介饰）依依不舍地告别，也被视作是魏德

圣对日据时代的怀念；而现实时空里阿嘉 （范逸臣饰）对友子 （田中千绘饰）的告白 “留下来，或者

我跟你走”，更被过度解读成了明显的政治倾向表露。即便到了 《赛德克·巴莱》这样一部明显带有抗

日显性主题的电影，魏德圣仍然被更多人攻击为拍了一部 “伪史诗性电影”，不仅弱化了台湾汉人的抗

日运动，更淡化了雾社事件中台湾原住民反抗殖民统治的意义。

面对这种质疑和批评，魏德圣表达了自己的态度和反思：“历史的伤害已经造成了，我们能不能从

更包容的角度去看待它？能不能从伤害里面去找到养分，而不能一直活在仇恨跟遗憾里面？和解的目

的不是去原谅日本，而是走出自己的骄傲，走一个自己的身形出来。”［６］

的确，《海角七号》里头的中日跨国恋情的写作，实际上仍然是讲述历史大环境下个体小人物无力

抗争的宿命的故事，其悲剧性的主题如同 《滚滚红尘》、《暗恋桃花源》等作品一样，６０年后已白发苍

苍的孤独友子，一生的命运与沈韶华 （《滚滚红尘》）、云之凡 （《暗恋桃花源》）一般，被历史大环境

的车轮碾过，然后留下无法修复的伤疤。而在 《塞德克·巴莱》里，魏德圣也表现出了一个现代人眼

光去审视历史问题的视野，当日本的工业文明与塞德克族的野蛮冲突碰撞时，魏德圣展现出逾越一切

的精神力量，用惊心动魄的场景和悲壮的结局不仅提醒人们铭记历史，更唤醒人们去坚持信仰，在心

中架起那中断许久的彩虹桥。“《塞德克·巴莱》我真正要化解的并不是原住民跟日本人之间的关系，

那只是历史背景，我真正要化解的是原住民部落跟部落之间的关系。”［８］

四、结　　语

单就两部已经拍竣的影片对一位年轻且正处在创作旺盛期的导演进行风格的研究来说是不严谨的，

且这两部作品本身就存在着巨大的风格差异。但对于魏德圣来说，其创作倾向则具有一定的作者导演

意味：坚持本土文化的在地性，但同时也能够用现代文明的眼光去审视传统文化；反思历史，但用更

广阔的视野和角度去切入思考，而且更多的是站在 “人”的立场去审视个体与历史、民族、时代之间

的关系。尤其是在台湾电影创作日趋商业化的大环境下，在两岸三地电影大融合背景下，魏德圣对自

己创作个性的坚持以及作品在城市与乡村、文明与野蛮、亲日与仇日等容易陷入二元对立的议题时所

表现出的立场、态度以及深沉、理智的思索，则带有巴赞所言的作者导演的倾向，而这也才是魏德圣

能够成为新时代台湾电影领袖的最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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